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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典型的巨型经济国家，而且正处于技术变革加速和技术全球化的时代。尽管雁行模式对日本的技术赶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具有可复制性。论述雁行模式提升国家技术能力具有的特点和局限性，同时分析雁行模式对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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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 Geese Model of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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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typical giant economy during a speeding up era of technology changes and globalization of technology. Though the flying geese model ev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Japan’s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however it has less replicability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path dependenc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dvantage and the limitation of flying geese model in improving capacities of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and analyze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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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模式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要[1]19-25于1932年提出，其初衷主要是解释日本经济为何会取得成功，1960年后经日本学者努力推介，开始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视为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赶超模式向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推销，希望凭借雁行模式为主导构建“英美—日本—东亚—东南亚”这样一个由高至低的亚洲区域经济秩序体系。有学者认为雁行模式提供了一种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产业技术升级路径模型，它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的有效途径。尽管雁行模式对国家技术赶超分析有重要启示，但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技术赶超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多少可复制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尤其是依靠雁行模式是否能够让像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实现技术赶超更加需要系统性思考。

1  雁行模式理论发展历史

近代以来，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工业强国，“雁行”这一说法的提出即旨在解释日本工业化为何会取得成功。赤松要[1]19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棉纺工业生产和出口表现出倒U型特征，类似于大雁飞行之时的雁阵形状，据此提出了雁行产业发展模式一说，认为雁行模式（wild-geese-flying pattern）能够让发展中国家逐步转变为发达国家。雁行模式理论指出日本的产业通常经历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4个阶段，这4个阶段周期性循环，后发国家可以凭借这样一个基本过程逐步完成工业化。作为一种发展学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雁行理论解释亚洲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开始得到更多关注，如大来[2]、克拉克[3]用雁行模式观点解释亚洲，以及被小岛[4]375用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情况。为使雁行模式理论能够解释1980年之后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小岛将雁行模式扩展为3种类型，分别是小岛模式Ⅰ、Ⅱ和Ⅲ。小岛模式Ⅰ是以产业多元化和合理化为基础；小岛模式Ⅱ是以贸易导向的国外直接投资为基础；小岛模式Ⅲ是以协议分工为基础。小岛[4]397认为以这3种模式为基础的雁行工业化区域转移（regional transmission of FG industrialization）是亚洲经济的增长引擎。笠原[5]2-7进一步提出了雁行范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这一说法，认为雁行范式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并以此解释东亚的赶超过程。总体上看，雁行模式理论不断地努力将其解释范围由日本扩大到亚洲，尤其重视解释东亚经济为何实现了快速发展。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趋于放缓，同时东亚经济迅速跻身富裕国家行列，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雁行模式作为一种发展学说其光环逐渐暗淡下来。尽管如此，雁行模式的思想还是被中国学者关注，并将其融入到当前中国经济全球化策略之中，如戴金平等[6]认为，从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视角，实施创新驱动，雁行模式对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和研究产能过剩这一复杂问题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2  技术赶超的雁行模式的特点

技术赶超的雁行模式的特点体现在3个方面：

   （1）后发国家技术能力线性提升。雁行模式中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可以自动地以线性形式得到提升。雁行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弗农[7]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基本逻辑是：新产品最先在发达国家被发明和生产，随着时间延续，产品的生产工艺会逐渐标准化，其生产逐渐向后发国家转移。雁行模式发展主要经历两个阶段，即生产和出口消费品为主的欠发达阶段和生产和出口资本品为主的先进阶段，经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后发国家可以成功地转变为发达国家。也就是说，雁行模式中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是以线性方式逐步得到提升的。

    （2）后发国家技术能力自动提升。雁行模式的第二重要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假设。与发达国家相比，后发国家最主要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较低，这是驱动发达国家将不具备人力成本优势的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后发国家的主要动力。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让雁行模式与主张自由贸易紧密绑定在一起，脱离自由贸易政策则雁行模式无法实行，采取雁行模式则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正是由于主张参与到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之中，雁行模式中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提升本质上就成为以微观主体自由决策为基础的自动实现过程。

    （3）后发国家技术能力提升源自外部动力。赤松要[1]4认为，应该认识到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发达经济已是在多重方面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无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雁行模式中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是确保能够持续地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转移或扩散，这样后发国家才有机会通过正向产业升级路径获取快速技术能力提升。理论上，世界先进技术知识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任何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技术、知识存量方面机会均等，然而这一假设与现实有很大差距，现实中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等因素对跨国技术转移和扩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后发国家依靠雁行模式实现技术赶超需要具有长期稳定和友好的外部赶超环境。

3  技术赶超的雁行模式的局限性

1980年以来，随着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经济实现快速赶超，而日本经济却增长缓慢，以雁行模式提高国家技术能力开始受到质疑。以雁行模式提升国家技术能力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技术变革速度较慢时较为有效。凭借雁行模式实现国家技术赶超仅在技术变革速度缓慢的条件下较为有效。国家学习系统理论[8]、技术撬动理论[9]和区域生产网络理论[10]183-188都认为，雁行模式仅仅能够解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成功和技术快速进步，而不能够解释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的技术赶超成功，其原因在于20世纪初期的技术变革速度相对较慢，此情况下技术落后国家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实施逆向工程持续提高技术能力和利用国家力量干预产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变革加速，韩国、中国台湾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是通过构建国家学习系统对企业技术学习提供有效支持，从而抓住了电子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赶超机遇。雁行模式下后发国家技术能力提升是一个渐变过程，其与技术领先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对国内制度变革需求是逐步增加的，这些矛盾被分割为诸多小问题从而逐步得到解决。在技术变革迅速条件下，后发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就会发展到对外与技术领先国家竞争加剧和对内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变革阶段，而雁行模式对解决这两个问题并没有给出有效对策。

    （2）预设的技术等级关系限制后发国家技术赶超。雁行模式本质上预设了一个固定的技术等级序列关系，即美国日本—东亚—东南亚这样一个由高到低的技术等级序列。以雁行模式提升后发国家技术能力本质上是一种静态思维，后发国家技术能力可以得到提升，但是技术能力排序却不容改变，因而不能为后发国家技术赶超提供有效途径。雁行理论主张亚洲存在经济上的区域等级结构（regional hierarchy），甚至把中国视为雁行机制在亚洲正常发挥作用的一个不稳定因素[5]19。日本学者推崇雁行模式的一个原因是它将日本置于亚洲技术领先者的位置，日本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这种观点在日本之外却很难得到认同。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可东亚奇迹是雁行模式的功劳的说法。阿姆斯登[11]认为韩国等东亚经济的赶超并非源于雁行模式的功劳，而是采取了通过学习进行工业化的新发展模式；霍布迪[12]56认为，尽管雁行模式对解释日本经济成功很重要，日本对亚洲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但是雁行模式却并不能解释东亚经济发展所展现出的多样化特征；东亚经济重视教育、培育熟练技术人才，以及加强与美国经济之间的联系，这些内生或自主性努力才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原因。霍布迪[12]59还指出，东亚经济正是凭借着创新活动对日本形成挑战。东亚经济在利用美国、日本的知识方面虽然很多，但是近来东亚经济之间的知识相互利用也在快速增长[13]。我国学者柳卸林等[14]指出，中国技术赶超不能照搬日本经验，必须选择适合中国的模式。这些观点认为亚洲国家成功实现技术赶超是不能遵循雁行模式所预设的国家技术能力等级序列关系的，从此意义上看，雁行模式不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的理想选择。

3.3  对友好技术转移外部环境依赖性强

雁行模式下技术能力的提升动力来自外部，这决定了依靠雁行模式实现技术赶超对友好国际技术转移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然而现实中，持续和稳定的友好国际技术转移环境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这使得依靠雁行模式实现技术赶超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时的落后传统社会转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主要工业国之一，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15]；二战之后日本又迅速地成为技术领先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其经济增长进入增速停滞时期。总体上说，日本的技术进步历程受益于友好国际技术转移环境影响很多，然而这种独特的友好国际技术转移环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未必具有可复制性，一旦外部技术转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则雁行机制就无法对技术进步产生持续促进作用。贝纳德等[10]172将日本在1990年之后的经济停滞以及此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崛起与美国的影响联系起来，认为日本陷入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源自美国的压力，日本的雁行机制正常运行的条件在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签订之后就已经被破坏；与此同时，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借机加强了与美国的直接技术经济联系，这为二者提供了难得的技术追赶机遇，对成功实现技术赶超有重要影响。

    （4）技术追赶存在路径依赖效应。作为一种赶超机制，雁行模式存在不可忽视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对国家技术能力提升的负面影响可能在长期之内才能充分显示出来。相较而言，印度软件产业在1990年后取得了巨大发展[16]，然而日本软件产业却没有取得与其作为技术领先国家相应的成功，这一实际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学者对雁行模式对国家技术赶超的担忧。1990年之后，被雁行理论视为亚洲经济增长头雁（Asia’s lead goose）的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继续使用雁行理论再解释日本和亚洲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理论危机，在此情势下，有些日本学者开始反思雁行模式存在的内在不足。小泽辉智[17]对雁行机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曾经神奇的雁行增长成功的原因是其在二战之后早期阶段建立起有效的管制型赶超机制，日本在增长停滞阶段陷入金融困境的原因正是对雁行战略形成路径依赖的后果。也就是说，雁行战略成功的原因在于其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化是以管制型金融制度作为重要支撑的，然而这种为确保雁行模式能够得到顺利实施所建立的管制型金融体系却很难适应80年代后期开始的技术快速变革环境，导致日本在新兴产业的创新绩效不佳。

4  技术赶超的雁行模式对中国实施创新战略的启示

4.1  雁行模式不能让巨型经济实现技术赶超

中国、印度等都被视为典型的巨型经济国家[18]；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被有些学者认为在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的时候亦带来潜在威胁。在这种思维影响下，中国是很难获得理想的国际技术转移环境，进而中国也很难依靠雁行模式来成功实现国家层次的技术赶超的[19]。巨型经济的技术赶超过程对赶超环境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对巨型经济技术水平变动极为敏感，巨型经济技术哪怕取得少许进步，也会引起技术领先国家的担忧乃至警惕，从而导致国际技术转移环境发生变动，会引发技术领先国家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先进技术向赶超国家流动。中国从外部引进先进技术面的临障碍既有我国自身方面的原因，也存在跨国公司策略以及国际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20]。雁行模式对中国技术赶超的的借鉴价值主要是在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方面，而不适合作为国家层次技术赶超战略思维基础。例如蔡昉等[21]提出的，中国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生产率存在梯度分布，随着东部地区生产率水平提升，可以采取雁阵战略思想，将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转移与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结合起来，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延续发展。中国的技术赶超必须设法防止出现雁行模式本身所蕴含的路径依赖效应，否则就难使得技术赶超具有持续性。

4.2  雁行模式的技术赶超不适应技术变革加速趋势

弗里曼等[22]对18世纪中期以来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进行的概括性描述认为，1780—1973年期间总体上是工业革命过程，1973年之后则进入了信息技术革命阶段。按照佩蕾丝[23]的说法，人类社会是进入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信息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加全面和复杂。相对工业革命时期而言，信息革命阶段技术进步更加快速。雁行模式能够提供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行之有效的技术赶超途径，然而在技术变革加速的情况下，沿用老的依靠生产经验积累提高技术能力的做法很可能导致与技术前沿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也就是说，在技术进步加速的情况下采取雁行模式进行技术赶超本身具有相当的无效性，相反，采取跨越式技术赶超战略才更加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技术赶超绩效。中国技术赶超在1980年后开始加速，尽管初期从日本等技术领先国家承接了一些相对自身而言更加先进的产业技术，但是中国要想实现持续的技术赶超，就必须密切关注和抓住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赶超机遇。

4.3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对中国实现技术赶超更加重要

尽管雁行模式对日本自近代以来乃至二战之后实现的快速和持续技术追赶具有重大贡献，但是雁行模式为特色的技术赶超战略既不是东亚经济体（即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在1980年后实现快速技术进步的的原因，同时也不能帮助目前的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目标。在当前的技术加速和技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不能照搬日本的赶超模式，必须要探索适合自己的技术赶超模式。对中国而言，在既定产业技术轨道上实施技术跨越战略，以及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赶超机遇，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对中国实现技术赶超更加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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